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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论述中国的基本治理哲学出发ꎬ将其与英美现代

传统思想进行对比ꎬ分析两者的优劣、得失ꎮ 然后ꎬ聚焦于国家和基层社

区间的关系的实际运作ꎬ回顾华北和江南地区近百年的历史演变ꎬ既突

出其源自中华文明的国家与社会、道德理念与实用运作的二元合一治理

思想ꎬ区别于西方现代英美模式中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想ꎬ也梳理了

其在实践之中所展示的优点和失误ꎬ提出如何纠正后者的问题ꎮ 文章对

比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及其近现代的演变、集体化时期采用的模式、改革

期间采用的模式ꎬ以及这些变迁中所展示的一些基本问题ꎮ 文章进而提

出ꎬ需要在中国体制本身的传统之内探寻可用资源来纠正部分偏颇的倾

向ꎬ并建议采用“群众路线”中的优良传统ꎬ去掉其运动政治的偏颇ꎬ把其

优越的“调查研究”“试点” “民众参与”传统进一步制度化ꎬ倡议把民众

参与设定为拟定和执行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的必备条件ꎬ真正做到

结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二元合一设想ꎬ用意是以其来取代英美模式

中的民选制度ꎮ “民众参与”的制度化设定既部分源自中华文明“仁治”

理念ꎬ也源自现代政党—国家体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由下而上的民

众参与传统ꎬ借此应该可以防范过去民生公共政策中出现的偏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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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传统中国的治理意识形态ꎬ我们可以区别两个层面ꎬ一是其理

念方面的道德主义ꎬ可以称作道德意识形态ꎬ二是其实践方面的实用主

义ꎬ可以称作实用意识形态ꎮ 这对概念既取自笔者自身关于中国传统正

义体系的“实用道德主义”分析(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ｂ)ꎬ也借助了舒尔曼(Ｆｒａｎｚ

Ｓｃｈｕｒｍａｎｎ １９７０ [ １９６６])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 “纯粹意识形态” ( ｐｕｒ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指马列主义)和“实用意识形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指毛泽东思

想)的划分ꎮ 如此的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和中国共产党治理思想中

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二元性ꎮ 同时ꎬ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ꎬ两者这

样划分的用意并不是要把它们建构为非此即彼对立的二元ꎬ而是要强调

两者间的二元合一与平衡ꎬ缺一不可ꎬ其间既有张力ꎬ也有互动和互补ꎬ

更有应时的演变ꎮ

这就和现代西方ꎬ尤其是英美传统的思维方式十分不同ꎮ 在英美主

流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ꎬ特别是在经典的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７６[１７７５－１７７６]) 的经济思想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 １８５９)的政治思想中ꎬ国家与市场 / 经济、国家与个人 / 社会是对立

的ꎬ据此思维而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经济思想的核

心是ꎬ要求国家“干预”市场的最小化ꎬ尽可能让市场机制自我运作ꎬ让其

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ꎬ认为那样才能促使生产资源的最佳配

置ꎮ 在政治领域ꎬ则特别偏重确立个人自由的权利ꎬ认为法律的主要功

能是防范国家权力对其的侵犯(也要防范大众对个人的侵犯)ꎬ从而延伸

出保障个人思想、言论、组织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法理ꎮ 前后一贯的是ꎬ从

国家与社会 / 经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对立基本思维ꎬ得出偏重二元中的

单一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法律自由主义ꎬ由此形成所谓的自由—民主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治理传统ꎮ

更有进者ꎬ自由主义思想采取了同样的二元对立倾向来思考一系列

其他的问题ꎬ不仅是国家 ｖｓ.经济、国家 ｖｓ.个人ꎬ还包括道德主义(实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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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ｖｓ.形式主义、非理性主义 ｖｓ. 理性主义、特殊主义 ｖｓ.普世主义等二元

对立范畴(ｂｉｎａｒ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ꎮ 在英美传统的斯密和密尔之外ꎬ特别突出

的是德国的韦伯ꎬ他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思想家ꎮ 他虽然提出

了实质与形式、非理性与理性的二元划分ꎬ并据此演绎出交叉的四种法

律理想类型(实质非理性、实质理性、形式非理性、形式理性)ꎬ但实际上ꎬ

他在法律历史叙述中ꎬ基本只采用了单一的二元对立ꎬ即实质非理性与

形式理性的二元对立ꎬ把西方的法律演变历史叙述为趋向形式理性法律

的历史ꎬ把非西方文明(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的法律传统则全都认作

实质非理性的法律ꎮ 对他来说ꎬ道德理念是实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ꎬ是

特殊的而不是普世的ꎬ它们多是来自统治者一己的意愿ꎬ而不是依据不

言自明的公理(个人权利)ꎬ凭借普适的(演绎)逻辑而得出的普适法理ꎮ

在他那里ꎬ现代西方法律的总体趋势是形式理性法律的逐步形成ꎮ

(Ｗｅｂｅｒ １９７８ １９６８  ｖｉｉｉｉ 尤见第 １ 章结尾部分的总体框架和第 ４—８ 章

的论述)

与此相比ꎬ中华文明的传统则一贯没有如此把二元范畴对立起来建

构成非此即彼的选择ꎮ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ꎬ建立 “ 帝国儒家主义”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的董仲舒所采纳的阴阳学说的二元合一宇宙观ꎮ

它是董仲舒结合偏重道德理念的儒家和偏重实用刑法的法家的“阳儒阴

法”二元合一思想背后的基本思维ꎮ 中国传统法律中道德主义与实用主

义的长期并存ꎬ普适的理念与特殊的经验的二元合一等思维ꎬ也是基于

同一的思路ꎮ 在“帝国儒家主义”的治理理念中ꎬ拒绝国家与经济 / 市场、

国家与社会 / 个人间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建构ꎬ强烈倾向二元(乃至

多元)合一的思维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ｂ.１ꎻ亦见黄宗智ꎬ待刊 ｃ:“代后记”)

当然ꎬ正如自由—民主思想者所指出ꎬ如此的思维欠缺针对国家权

力的个人权利设定ꎬ倾向允许威权乃至于极权治理ꎮ 它也拒绝严格要求

法律在逻辑上的统一ꎬ允许普适理念和特殊经验、道德理念和实际运作

之间的背离共存ꎮ 但反过来说ꎬ我们也可以从二元合一的思维角度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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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二元对立思维中偏重理念无顾经验的反实际倾向ꎬ以及偏重个人权利

而强烈抑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思维ꎮ 其中ꎬ缺乏平衡、结合二元的“过

犹不及”的(“中庸之道”的)思想ꎮ 我们还可以说ꎬ无论是在人际关系层

面、认知层面ꎬ还是治理层面上ꎬ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都很容易失

之偏颇ꎮ 譬如ꎬ它促使现代西方正义体系强烈倾向把几乎所有的纠纷都

推向必分对错的框架ꎬ由此形成了过度对抗性的法律制度ꎬ缺乏中华文

明中经过调解和互让来处理大部分纠纷的传统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ｂ)

具体到国家和基层社区间的关系ꎬ中国的治理体系从古代、近现代

到当代ꎬ都展示了简约治理的倾向ꎬ高度依赖社区的道德化非正式民间

调解机制ꎬ并且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源自国家正式机构和民间非正式

组织间的互动而形成的“半正式” “第三领域”治理系统ꎮ 后者和国家与

社会二元合一而不是非此即彼对立的基本思维直接相关ꎬ也和道德意识

形态与实用意识形态二元合一的思维直接相关ꎮ

以上固然是简单化了的、乃至于夸大了的中西对照ꎬ但是ꎬ本文将论

证如此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思考中国的政法传统及其今后的出

路ꎮ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国家和村庄间关系的问题ꎬ从笔者深入调查研究

的华北和江南地区近百年来的历史回顾出发来梳理、区别其历史演变中

所展示的几种不同的国家与村庄关系的模式ꎬ据此来论析各种模式的优

点和缺点ꎬ进而提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看法ꎮ

一、百年回顾

(一)现代之前

１.道德意识形态

儒家治理的道德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仁政”的道德理念ꎬ即儒家经

典四书中的«大学»所开宗明义的理念:“大学之道ꎬ在明明德ꎬ在亲民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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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至善ꎮ”理想的统治者是道德修养(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达到至高境界的贤者、“圣人”ꎮ 而治理实践中的至理是孟子所言

的“民为贵ꎬ社稷次之ꎬ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ꎬ也是历代格言谚语

“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表达的儒家道德意识形态ꎮ

固然ꎬ在实用层面上ꎬ历代的皇帝较少有达到“贤君”境界者ꎬ在一个

数百年的朝代的历史中ꎬ不过有三两位“贤君”ꎬ而达不到理想的“庸君”

“昏君”(乃至“暴君”)则占大多数ꎮ 在那样的历史实际中ꎬ儒家的仁君

理念显得过度抽象ꎬ不仅缺乏对君主权力的有力制衡和对君主的制度化

约束ꎬ而且缺乏凭民选来更替统治者的制度ꎮ 在世袭君主的帝国制度之

下ꎬ最终只能凭借民众的反叛来建立新皇朝而更替皇帝ꎮ

即便如此ꎬ我们也应该承认ꎬ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地总结

为“专制”ꎮ 在仁治理念的推动下ꎬ中国唐代以来便形成了典范性的科举

制度ꎬ通过考试来选择全国在高度道德化的儒学中成就至高的人员为帝

国的官员ꎮ 在实际运作中ꎬ由这些官员所组成的行政体系已经带有一定

程度的现代“科层制”特征ꎬ是个对皇帝的极权具有一定制约功能的制

度ꎮ 此外ꎬ根据仁政道德理念而形成的法律制度ꎬ在实际运作层面上ꎬ对

皇权也形成一定的制度化约束(譬如ꎬ皇帝不能轻易、随意修改律法)ꎮ

虽然如此ꎬ由于帝国皇帝近乎绝对的权力以及其世袭制度ꎬ并未能真正

有效地排除历朝都多有权力过大的庸君和昏君的弊端(当然ꎬ西方的民

选制度也多会产生昏庸的统治者ꎬ但其权力受到“三权分立”体制的制

衡)ꎮ

至于国家与最基层社会的村庄的关系方面ꎬ中国自始便形成了一个

依赖德治多于管制的传统ꎮ 在儒家的理念中ꎬ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会促使

庶民也遵从国家的道德意识形态ꎬ促使民众和谐共处ꎬ不需要国家的过

分干预ꎮ 有清一代ꎬ在县级政府以下村社以上ꎬ甚至一度设有专管道德

教育的半正式“乡约”人员ꎬ由其负责庶民的道德教化ꎮ 民间的纠纷多凭

借国家“仁”与“和”的道德意识形态而形成的社区非正式调解制度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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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ꎻ国家机构在民间调解不能解决纠纷的时候方才介入ꎮ 在那样简约治

理的实用意识形态中ꎬ把关乎“细事”的民间纠纷认定为应该优先让社区

本身来处理的事务ꎬ不能解决时才由县衙介入ꎬ并且是由其“(州县)自

理”ꎬ不必上报ꎮ 这就是道德意识形态下的无讼、厌讼治理理念的实用状

态ꎬ更是(中央集权下的)“简约治理”实用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ꎮ (黄宗

智ꎬ２００７ꎻ亦见黄宗智ꎬ２０１５:第 １８ 章)

２.实用意识形态

这个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崇高的道德理念与实用性治理的二元合一、

互补与互动ꎮ 在基层ꎬ尽可能依赖村庄人民的道德观念ꎬ以及不带薪的

(非正式的)村社自生领导来处理村庄内部的问题ꎬ尽可能依赖社区自身

的内在机制来解决纠纷ꎮ 在村庄之上ꎬ县衙之下ꎬ则设置简约的半正式

治理人员ꎮ 有清一代ꎬ除了上述负责道德教育的乡约外ꎬ在理论上还设

定管治安的不带薪酬的半正式保、甲长ꎬ以及管征税的同样是半正式的

里、甲长ꎮ 但实际上ꎬ伴随长期的安宁ꎬ这个乡约＋保甲＋里甲的基层治理

制度蓝图则趋向比其设计要简约得多的实施ꎮ 在 １９ 世纪的文献证据

中ꎬ我们可以看到ꎬ已广泛演化为三者合而为一的“乡保”制度( Ｈｓｉａｏ 

１９６０)ꎮ 所谓的乡保是个处于自然村之上ꎬ介于村庄和县衙之间的一个

不带薪的半正式国家治理人员(在 １９ 世纪宝坻县平均 ２０ 个村庄一名乡

保———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ａ.１:４１)ꎬ由地方上的士绅推荐ꎬ县衙认可ꎬ由他们来

负责连接县衙和村庄的职务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ａ. １:１９３—１９９ꎻ黄宗智ꎬ

２００７)

伴随如此的简约治理制度ꎬ村社内部多产生了自发的纠纷处理和治

理体系ꎮ 譬如ꎬ华北平原的村庄形成了村社内在的非正式“首事”(亦称

“会首”)制度ꎬ一村之中会有几位威信高的人士被公认为带领村务的首

事ꎮ 这些被村民公认的人士还参与村内的调解工作———由他们之中的

一位或(在重大纠纷情况下)多位ꎬ与纠纷双方当事者分别会谈ꎬ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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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的道德理念来劝诫双方ꎬ促使双方互让来解决纠纷ꎬ而后由双方

“见面赔礼”ꎬ由此“息事宁人”ꎮ 这样ꎬ大部分的民间“细事”纠纷都通过

社区本身来解决ꎬ既起到和谐的作用ꎬ也减轻了国家正式机构的负担ꎮ

这一切在 １９ 世纪的县级诉讼档案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在华北的

(满铁)经济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中(主要是详细具体的对村民

的按题访谈记录)ꎬ都有详细的资料为凭据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ａ.１:２０３—

２０９ꎻ调解见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ｂ.１:４９—５７ꎻ亦见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ｂ.３:２０—２９)它较

好地展示了崇高的道德理念和简约的实用运作的二元合一治理系统ꎮ

３.国家与村庄的二元合一

与现代西方(特别是英美的)政治思想传统相比ꎬ中国的基层治理没

有设想国家和村庄(社会 / 个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ꎬ一直坚持把国家

和人民(村社)视作一个二元合一体ꎮ 那样的基本观点的优点在于其比

较崇高的道德理念ꎬ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比较独特的简约正义体系ꎬ借助

民间的非正式调解体系来辅助国家的正式法律制度ꎬ借此解决了大部分

的民间“细事”纠纷ꎬ没有形成英美的过分对抗性的法律制度ꎮ

伴随“简约治理”实用意识形态而呈现的另一关键性实践方式是国

家和社会在互动、互补中所形成的“第三领域”中的半正式治理制度ꎮ 半

正式的“乡保”可以从两个不同视角来理解:一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凭借不

带薪但由国家认可的半正式人员来延伸ꎬ是县衙权力伸向基层农村社区

的具体体现ꎻ二是基层民间组织通过国家的认可而半国家化ꎬ延伸向国

家的正式机构ꎮ 半正式的“乡保”所代表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互补的

交接点ꎮ

更具体而言ꎬ笔者之前详细论证了在诉讼案件进行的过程中ꎬ县衙

常会榜示其对当事人的告状和之后呈禀的文件的批示ꎬ而当事人通过乡

保或榜示ꎬ或通过衙役传达ꎬ会由此获知知县对一个案件进程的陆续反

应ꎮ 而那样的信息会直接影响社区由于诉讼而引发更为积极的调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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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调解ꎮ 而社区的非正式调解一旦成功ꎬ当事人便可以具呈县衙ꎬ要

求撤诉ꎮ 县衙则会在简约治理实用意识形态下(民间细事纠纷应该优先

由社区本身来处理)ꎬ几乎没有例外地批准销案ꎮ 在这个国家与社区互

动的“第三领域”中ꎬ乡保处于重要的衔接地位ꎮ (详细论证见黄宗智ꎬ

２０１４ｂ.１:第 ５ 章)

正是这样的国家和社会 / 社区的互动、互补ꎬ具体展示了国家和社会

二元间的二元合一设想ꎮ 它是国家以“仁” 与“和” 为主的道德意识形

态ꎬ与其“简约治理”实用意识形态的搭配下所产生的非正式和半正式治

理现象的具体体现ꎮ 西方传统中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基本思维则

不会产生这样的二元合一治理实践ꎬ而是会更多依赖非此即彼的国家与

民间、正式与非正式的划分ꎬ也会更多依赖必分对错的方式来解决纠纷ꎮ

这也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大多忽视国家正式治理体系之外的非正式和半

正式治理的根本原因ꎮ (黄宗智ꎬ２００７)它堪称中国治理不同于西方的一

个重要“特色”ꎮ

(二)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时期ꎬ上述的中国治理系统既有演变也有延续ꎮ 首先ꎬ“现

代”国家更为深入地渗透村庄ꎬ具体体现为在“县”级机构之下ꎬ组建了

“区”级正式带薪的区长(其下设有武装人员)的正式政府机构(近似当

代的“乡镇”行政阶层)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ａ.１:２３５—２３７ꎬ２４３—２４５)其次ꎬ

建立了村长制:之前最底层的半正式治理人员“乡保”是设置在村庄之上

的ꎬ而村长则是设置在村庄本身的半正式人员ꎮ 在华北平原一般是自然

村ꎬ在江南松江地区则是在小型自然村(埭)之上ꎬ合并几个“埭”而组成

的“行政村”ꎮ

“村长制”仍然是一种半正式的制度ꎬ村长由村社体面人士举荐ꎬ县

政府批准ꎬ但不是一个带薪的正式国家人员ꎮ 新村长的主要职责(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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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乡保那样)在征税和治安ꎬ也包括(与村庄自生的其他领导人士一

样)协助解决社区内的纠纷ꎮ 在盗匪众多的淮北地区ꎬ不少村长还会领

导、组织村庄自卫ꎬ如红枪会ꎮ (Ｐｅｒｒｙ １９８０)河北、山东的村庄中也有那

样的实例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ａ.１:２０６—２１１ꎬ２２４—２２５)

这样ꎬ民国时期的中国一定程度上也步入了具有较强渗透力的“现

代国家政权建设”(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ｍａｋｉｎｇ)的过程ꎮ 虽然如此ꎬ仍然维持了

传统崇高的“和”的道德理念以及仍然是比较简约的基层实用治理ꎬ包括

依赖非正式和半正式的人员以及民间的调解ꎬ与西方的“现代国家”仍然

有一定的不同———无论是韦伯(Ｗｅｂｅｒ １９７８[１９６８])所论析的现代“科

层制”国家ꎬ还是迈克尔􀅰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所论析的“高渗透力”

(ｈｉｇ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现代国家———它们都是高度正式化的治理体

系ꎮ (黄宗智ꎬ２００７)

在军阀战争频发和盗匪众多的民国时期中ꎬ有的村庄呈现了传统村

社秩序的衰败乃至于崩溃ꎬ从而导致所谓的“土豪劣绅”或“恶霸”势力

的兴起ꎬ显示了传统实用道德主义治理系统的衰败ꎮ 在被调查的华北平

原村庄中便有如此的实例ꎮ 他们成为后来土地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斗争

对象之一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ａ.１:２２５—２３０ꎬ２３０—２３３)

(三)集体化时期

在集体化时期ꎬ村庄经历了进一步的改组和演变ꎮ 首先是在村级的

行政组织之上ꎬ成立了村社的党支部ꎬ使得政党—国家的体制权力深入

村社ꎮ 这个新制度是伴随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运

动而设定的ꎮ 后者全面改组了村庄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ꎬ包括土地和生

产资料的集体化、村庄劳动力的(集体)组织化以及村庄生产的计划化ꎮ

其次ꎬ社区的调解制度被“干部化”ꎬ不再是主要由村社内受村民尊敬的

非正式人士来进行纠纷调解ꎬ而是主要由新设的村支书和村长来调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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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内部的纠纷ꎮ 伴之而来的是国家(政党—国家)权力深入每个村庄ꎮ

这一切在笔者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江南和华北所做的实地访谈研究和当

地县法院诉讼档案的研究ꎬ以及笔者其后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所做的聚焦

于纠纷处理的访谈研究中ꎬ都有比较翔实的资料为证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ａ.

１:１５１—１６４ꎻ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ｂ.３:３０—３７)

在“大跃进”时期ꎬ政党—国家体制下的全能统治大趋势达到其顶

峰ꎮ 国家试图把农业完全产业化ꎬ使用类似工厂乃至于军队的组织ꎬ认

定生产和组织规模越大越好ꎬ把村民完全纳入庞大的人民公社ꎬ甚至把

一般生活组织化ꎬ一段时期中还设立了公共食堂来取代一家一户的分

爨ꎮ 同时ꎬ把人可胜天的革命意识推到了极端ꎬ要求完全克服自然条件

的制约ꎬ要求把农业跃进到不可思议的高产水平ꎮ 在政党—国家高度集

权体制中ꎬ出现了由上到下的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极端化和简单化(“一刀

切”)ꎮ 由于政策严重脱离实际ꎬ更引发了由下到上的作假现象ꎬ导致完

全背离实际的浮夸和弄虚作假等恶劣的状态ꎮ 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ꎬ导

致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三年困难期的严重危机ꎮ① 它是当时体制可能失衡的弱

点的重要实例ꎮ 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ꎬ“大跃进”更把国家和社会二元合

一中的“合一”推到了“统一”的极端ꎬ实际上抛弃了二元共存互动、互补

的传统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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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笔者调查的华阳桥村(和松江县)ꎬ对中央的“大跃进”路线有一定的抵制ꎬ而因此被认作

是反对毛泽东的“彭[德怀]主义”的一个据点ꎮ 尤其是在种植业方面ꎬ华阳桥把极端的种植

方式限定于少量的“卫星地”试验田(总共才 ６ 亩土地)ꎬ其总体的粮食生产因此相对稳定ꎬ直
到 １９６１ 年、１９６２ 年的春季多雨和秋季早寒气候的天灾时方才明显下降ꎮ 虽然如此ꎬ我们也

可以从华阳桥的经验证据看出当地大队干部(乃至于县领导)所面对的压力ꎮ 在“大跃进”
风暴的影响下ꎬ华阳桥也终止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ꎬ并一度执行了大食堂政策ꎬ对村庄生产

起到破坏性的影响ꎮ 虽然ꎬ在发展村(大队)级工业方面ꎬ做出了一定的正面成绩ꎮ (黄宗智ꎬ
２０１４ａ.１:２３０—２３６)但从全国范围来看ꎬ“大跃进”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ꎮ
应该说ꎬ如此的“统一”和中国传统中对马列主义中的二元辩证对立统一的认识不无关系ꎬ与
中华文明中的(变动中的)二元合一(持续的互动、互补)思维有一定的不同ꎮ 后来的“文化

大革命”则可以被视作相反的ꎬ由社会运动吞食国家的二元辩证对立统一的极端ꎮ



(四)改革时期

在去集体化的改革时期ꎬ先是一定程度上返回到类似于民国时期的

状态:国家管制范围收缩到主要限于保安和征税(加上 １９８０ 年后严格执

行的计划生育政策)ꎬ但较少管制生产ꎬ并把纠纷解决制度重新非正式化

(从以村长和支书为主降到越来越多依赖村社本身的其他威信高的人士

的“调解委员会”ꎬ乃至于完全非正式的人士来处理纠纷)ꎮ 同时ꎬ借助新

型的半正式化的国家机构ꎬ如乡镇政府下属的法律服务所和警察派出机

构ꎬ来处理村社的(半正式化)民间“调解委员会”所不能解决的纠纷和

问题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ｂ.１:３７—５１)一定程度上ꎬ这一切是对过去极端化

治理的反应ꎬ返回到比较平衡的二元合一实用道德主义治理传统ꎮ

其后ꎬ在 ２００６ 年正式完全废除农业税之后ꎬ更经历了重要的历史性

变化:国家不再从村庄汲取税费ꎬ而转入越来越多地凭借“项目”和其他

类型的“转移支付”来试图“发展”经济ꎮ ２０１６ 年以后计划生育的全面松

弛化也促使村庄“管制型”治理的收缩ꎮ 如今的国家和村庄间的关系ꎬ已

经成为一个“给”多于“取”的关系ꎬ“放任”多于“管制”的关系ꎮ 表面看

来ꎬ这是国家从汲取到给予、从管制到服务村庄的“现代化” 和根本性

改变ꎮ

二、村庄社区的衰落

最新的状态对村庄来说应该是个划时代的大好事ꎬ国家不再汲取村

庄资源ꎬ反之ꎬ将“反哺”农村ꎬ“以工补农”ꎬ以政府的“转移支付”和“项

目”来补农ꎮ 但在实际运作中ꎬ却没有那么简单ꎮ

首先ꎬ废除税费———特别是农业税和之前的“三提五统”收费———的

实际效果并不简单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ꎬ而同时也掏空了最接近村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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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ꎮ 周飞舟(２００６)把这个过程称作乡镇政府财政的

“空壳化”以及乡镇政府之成为“悬浮型政权”ꎮ 由于村庄不再是他们的

重要收入来源ꎬ乡镇政府不再十分关心村务ꎬ除了直接与项目和上级政

策相关的事务外ꎬ很少介入村社的治理ꎮ 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村级的

公共服务ꎬ包括村级水利维修、村级小道路和桥梁的建设和维修、村庄内

部的垃圾和污水处理、医疗卫生以及环境保护的措施等诸多方面ꎮ

在这个层面上ꎬ国家的“转移支付” (主要是通过项目制)所起的作

用是有限的ꎬ因为项目制的运作机制非常容易使政策实施偏离国家的原

意ꎬ存在“形式主义”倾向的作风和问题ꎬ这也是目前中央所极力反对并

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ꎮ 许多官员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政绩ꎮ 为此ꎬ

不少乡镇政府倾向把项目经费拨给条件最优越的村庄ꎬ甚至把项目经费

集中起来ꎬ“打包”给几个典型和示范的村庄ꎬ甚至打造“示范区”来应付

上面的项目验收ꎬ证明自身施政的成绩ꎮ 同时ꎬ国家农业政策实施中又

特别强调扶持龙头企业、大户、大型专业合作社ꎬ以及成规模的“家庭农

场”ꎬ也存在相同的问题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ｃꎻ亦见黄宗智ꎬ２０１７ａ)

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在于国家这些年来所采用的激励机制ꎬ即目

标责任制ꎬ其对推进 ＧＤＰ 的增长显示了一定的成效ꎬ但也导致公德价值

方面的问题ꎮ (黄宗智、龚为纲、高原ꎬ２０１４ꎻ王汉生、王一鸽ꎬ２００９)项目

制的设想基本源自同一战略:依赖个人逐利机制来推动竞争和发展ꎬ推

动乡村的现代化ꎮ 但是ꎬ在那样的去道德化的逐利实用意识形态下ꎬ村

庄公共服务几乎完全陷入真空状态ꎬ村民个体顾不上ꎬ乡镇政府也顾不

上ꎬ因为村庄社区已经不再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ꎬ而村社本身则缺

乏必须的财源(除非是村领导依赖自身的关系网从企业或大户筹借)ꎮ

中华文明的“仁政”理念和政党—国家体制下的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念

受到了个人逐利意识形态的冲击ꎮ

正因为村级公共服务面临危机ꎬ才会促使成都市 ２００９ 年以来采用

广受称道的、针对村级公共服务真空问题的新政策:由财源丰厚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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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每年直接拨给每一个村庄一笔公共服务费用(开始是 ２０ 万元ꎬ２０１６ 年

预期达到 ６０ 万元)来填补上述空白ꎬ意图凭借那样的资源来带动村社和

村民的公共性、民主性和参与性ꎮ (田莉ꎬ２０１６ꎻ亦见杜姣ꎬ２０１７)

根据城镇化及西方的视角和理论预期ꎬ小农户及其村社必然行将完

全消失ꎬ要么转化为城镇居民、市民ꎬ要么转化为个体化的、类似于城镇

产业的农业企业的工人ꎮ 但社会实际则是ꎬ中国农村仍然主要是由亿万

“半工半耕”的小农户所组成ꎬ在近期内不可能像理论意识的预期那样

消失ꎮ

中国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反面的现象ꎮ 一个例子是

征地和拆迁中呈现的“征迁公司”ꎬ堪称一种异化了的“半正式”行政机

构ꎮ (耿羽ꎬ２０１３)另一个例子是近十年来兴起的“劳务派遣公司”ꎬ其将

一些国企、私企ꎬ乃至于事业单位的原有正规工人以及新雇全职职工(多

是农民工)转化为非正规的(名义上是)“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

“劳务派遣工”ꎬ借此来减轻企业在福利和劳动保护方面的“负担”ꎮ (黄

宗智ꎬ２０１７ａ、２０１７ｂ)两者都该被视作异化了的营利性“半正式”机构ꎬ与

本文重点论述的仁政和为民服务理念下的简约半正式机构性质十分

不同ꎮ

“仁”与“和”道德理念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的传统已经再

次陷于失衡的状态ꎮ 在笔者看来ꎬ这是改革后中国今天面临的至为庞

大、至为重要、至为紧迫的问题ꎮ

三、国家与村庄关系的三大模式

根据以上的百年回顾论述ꎬ除中国传统的实用道德主义治理模式之

外ꎬ我们可以区别之后的两大不同农村治理模式:一是改革期间的市场

经济和资本投入模式ꎬ二是其前的计划经济与集体化模式ꎮ 以下先分别

论析两大模式的得失ꎬ进而建议采纳既综合两者优点又承继古代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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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优点的第三模式ꎮ

(一)市场经济与资本投入模式

国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对农村采用的战略基本是去计划经济化

和去集体化ꎬ一定程度上也是去社区化ꎬ转而把农民视作在市场经济大

环境中的一家一户的“个体”ꎮ 这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精神ꎬ要从

“集体”激励转为“个体”激励ꎬ从社区公益驱动机制转为个人私利驱动

机制ꎮ 这是伴随(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而来的观点ꎬ其代表乃

是舒尔茨(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 Ｓｃｈｕｌｔｚ)ꎬ他争论ꎬ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ꎬ每一家

农户都会“理性”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ꎬ这是最基本、最高效的激励

机制ꎬ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ꎮ 国家只需为小农提供适当的技术条

件ꎬ便能够推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和现代化(即“改造传统农业”)ꎬ但绝

对不可干预市场 “看不见的手” 的运作ꎬ更不要说采用计划经济了ꎮ

(Ｓｃｈｕｌｔｚ １９６４)“专业合作社”的设想便是一个试图模仿美国的设想ꎬ无

视村庄社区ꎬ试图以农业企业为基本单位ꎬ让其合作追逐其“专业”的市

场利益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主导国家政策的实用意识形态把上述的

战略具体化为尽力扶持龙头企业、大户、专业合作社以及规模化(超过

１００ 亩的)“家庭农场”ꎬ同时推动(扶持、补贴)现代投入(化肥、良种、机

械)ꎬ意图借此来发展中国农业ꎮ (黄宗智ꎬ２００８ꎻ修改版见黄宗智ꎬ待刊

ａ:第 ３ 章———«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对错»)

在最近十多年“转移支付”的“项目制”实施下ꎬ这一切更体现为凭

借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农村各种实体之间的竞争来确定国家转移支付资

本的投入ꎬ想借助“典型”和“示范”实体来带动农村的发展ꎮ 正是在这

样的国家政策之下ꎬ促使相当比例的企业公司农业和大户“发展” 的

兴起ꎮ

但是ꎬ那样的村庄、企业和大户迄今明显仍然只是农村和农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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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ꎬ充其量最多可能达到总耕地面积的 ６％ —１０％ ꎮ (黄宗智、高原、彭

玉生ꎬ２０１２ꎻ黄宗智ꎬ待刊 ａ)伴随以上政策而来的是农村中逐渐呈现的一

系列问题ꎮ 这些事实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城乡差别没有得到改善且日益

显著:全球各国的基尼系数比较显示ꎬ中国已经从集体时代的全球较平

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较不平等的国家之一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ａ:２３—２６)说

到底ꎬ这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了中国古代和现代政党—国家本身的

崇高道德理念ꎮ

这里ꎬ我们应该清楚区别中国之前的“典型”和如今的“典型”ꎮ 之

前的典型多是“劳动模范”型的ꎬ为的是借以拉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ꎮ 如

今的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战略下的少数人的“典型”ꎬ存在过分

逐利的道德偏差ꎮ

即便如此ꎬ我们仍然看到小农经济的强韧生命力ꎮ 首先是近三十年

来小规模“新农业”(高值农产品ꎬ主要是生鲜农产品ꎬ包括菜果、鱼肉禽、

蛋奶)的发展ꎬ它凭借的主要是中国人民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

而来的食物消费的转型ꎬ从传统的粮食、蔬菜、肉食 ８ ∶ １ ∶ １ 的比例ꎬ朝

向城市生活水平较高的人们(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食物消

费结构)的 ４ ∶ ３ ∶ ３ 比例的转化ꎬ由此扩大了对高附加值农产品(菜果、

鱼肉禽、蛋奶)的需求和其发展的市场机遇ꎬ推动了(一、三、五亩的拱棚

蔬菜ꎬ几亩地的果园ꎬ乃至十几亩的种养结合) 小农户这方面的发展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ａ)而推动小农户从旧农业转向新农业的动力其实主要并

不是国家偏重资本的资助ꎬ而是市场营利的激励以及农户自身的打工收

入ꎮ (黄宗智、高原ꎬ２０１３)近三十多年来ꎬ农业生产的产值(区别于某些

作物的产量)一直以年均(可比价格的)约 ６％ 的速度增长ꎮ 如今ꎬ小规

模的高附加值“新农业”的产值已经达到(大)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ꎬ

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０ꎻ亦见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ａꎻ黄宗智ꎬ待

刊 ａ:第 ２ 章)

但是ꎬ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ꎬ这一切是在没有小农户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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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型“纵向一体化”物流服务体系来应对“大市场”情况而来的ꎬ而是

必须依赖低效且昂贵的旧型商业资本ꎬ包括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来进入

市场ꎮ 结果是ꎬ即便是新农业的农户ꎬ也多处于广泛的“种菜赔、买菜贵”

的困境ꎮ 这是个既不利于小农生产者ꎬ也不利于城镇消费者的局面ꎬ这

也导致部分新农业农民仍然需要依赖打工和农业的半工半耕兼业来维

持生计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８ꎻ亦见黄宗智ꎬ待刊 ａ:第 １５ 章)

至于“旧农业”(即大田农业ꎬ尤其是谷物种植)中的小农户ꎬ他们固

然由于打工工资的上涨(亦即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的上涨)ꎬ而国家又相

当大力地支持机械化ꎬ如今已经越来越多借助自身的打工工资来雇用机

耕—播—收服务ꎬ由此而推动了那方面的农业现代化ꎮ (黄宗智、高原ꎬ

２０１３)虽然如此ꎬ他们同样由于现有物流体系的缘故ꎬ相当广泛地处于

(可以称作)“粮农贫、粮价贵”的困境ꎮ 如今ꎬ中国的粮价已经高于国际

市场的价格ꎬ但旧农业的小农仍然收入很低ꎮ (黄宗智ꎬ待刊 ａ:第 １５ 章ꎬ

以及第 ８ 章的后记)

无论是新农业还是旧农业的小农户ꎬ其年轻的父母亲都需要靠打工

来维持家庭生计ꎮ 后果之一是他们大多要依赖孩子的爷爷奶奶来为他

们把子女带大(因为孩子不能进入就业地的公立学校ꎬ除非交纳昂贵的

“择校”费)ꎬ从而造成了普遍的、大规模的“留守儿童”以及“隔代家庭”

的现象ꎮ 在那样的家庭中ꎬ孩子们自小便会形成一种源自父母亲缺席的

深层不安全感ꎬ也会缺乏对村庄社区的认同ꎬ而且ꎬ祖父母不会和父母亲

同样、同等、具有相似权力地来教养留守儿童ꎮ 那样的留守儿童ꎬ等成年

后进城打工而成为“新生代农民工”ꎬ在城市也将同样缺乏安全感和认同

感ꎬ因为他们大多无法获得大城市的市民身份ꎬ无法购置房屋ꎬ无法过上

稳定体面的生活而真正融入城市ꎬ只能像他们的“农民工”父母亲那样以

“流动人口”的身份在城市干最重和最脏的工作ꎬ其中大多数不享有基本

的福利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７ｂ:１５３—１５５ꎻ黄宗智ꎬ待刊 ｃ)黄斌欢(２０１４)把这

种现象称作“双重脱嵌”———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是个既“脱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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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ꎬ也“脱嵌”于城市的群体ꎮ 换言之ꎬ“新生代农民工”多是一种惯常

性流动的群体ꎬ他们带着一种无根者和流浪者的心态在城市打工ꎮ 他们

既不会真正扎根于城市ꎬ也不会返回村庄ꎬ实际上组成了一整代“无家可

归”心态的“迷失”群体ꎮ (黄宗智ꎬ待刊 ｃꎻ亦见吕途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５)他们使

“三农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变得更为严峻ꎮ 也就是说ꎬ国家与农民间的关

系再度失衡ꎮ

在那样的客观实际下ꎬ一再宣称农业已经越来越高度“现代化”实在

无补于事ꎮ 相对其每年日益扩增的转移支付和各种补贴与资助的投入

量而言ꎬ这种扶持对广大的农民影响并不大ꎬ其绩效大多只可见于“典

型”“示范”村庄和个别的大户ꎮ 可以说ꎬ三农问题仍然是未来很长一段

时期国家所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ꎮ

(二)计划经济与集体化模式

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和集体化模式确实失于过分控制农民、农村和农

业ꎬ最终脱离、违背了小农的利益ꎬ导致了走向极端的“大跃进” (和“文

化大革命”)政策实施ꎮ 总体而言ꎬ农村每工分的报酬久久停滞不前ꎬ农

民生活久久不得改善ꎮ

但是ꎬ我们也要认识到ꎬ其中实际的失策并不在于早期的互助组和

合作社ꎬ而是在于当时脱离民众利益的“越大越好”和国家过分控制农村

的政策ꎮ 早期的互助和合作无疑协助了占比不止一半的“贫下中农”解

决其生产要素不足的问题(土地不足、牲畜不足、农资投入不足ꎬ甚至由

于打短工而劳动力不足)ꎮ (高原ꎬ２０１７) 而且ꎬ在“大跃进” 高潮之后

(１９６３—１９７８ 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小队平均才约 ３０ 户)制

度下ꎬ农村社区组织再次返回到比较合理的规模ꎬ比较贴近农民的切身

利益ꎮ 那样的制度ꎬ虽然仍附带着一定的依赖过分管制和僵硬的计划经

济ꎬ但仍然在 １９５２ 到 １９７９ 年期间实现了粮食产量平均每年 ２.３％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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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这是珀金斯的比较权威的研究的数字———Ｐｅｒ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Ｙｕｓｕｌｆ 

１９８４:第 ２ 章)ꎮ (黄宗智ꎬ待刊 ａ:第 １６ 章ꎬ第三节)其间ꎬ固然有失于压

制农民在市场环境中营利的自我激励机制ꎬ但我们也不该无视适度规模

的(相对较小的)小集体在许多方面的成就ꎬ不仅是农业持续的增长ꎬ还

是水利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特别是村庄秩序和村级公共服务)的绩效ꎬ更

包括普及(“民办公助”) 教育(“小学不出队”) 和医疗卫生(每村一名

“赤脚医生”)方面的显著成绩ꎮ 后者是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他

的合作者比较印度(同样是小农经济农业大国)和中国的专著研究中特

别突出的优点ꎮ (Ｄｒèｚｅ ａｎｄ Ｓｅｎ １９９５:第 ４ 章)那些成绩不该伴随“大跃

进”的极端现象而被全盘否定ꎮ

到改革时期ꎬ在过去过分僵硬的计划经济和国家过分管制的体制

下ꎬ全盘去集体化和去计划经济化的反动当然是可以理解的ꎬ也在一定

程度上释放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自我激励的积极性(如上述的“新农

业”)ꎮ 但与此同时ꎬ我们也要问:完全依赖“资本” (实际上多是旧型的

榨取性商业资本而不是新型的产业或物流资本———黄宗智ꎬ２０１８)ꎬ抛弃

社区组织的传统和其优越的贡献方面ꎬ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再次失衡

了? 如果是ꎬ今后有没有可能综合、再平衡这两大模式的优点而又避免

其弱点的方案?

(三)社区合作社推动模式

要简单总结的话ꎬ集体时期国家更多关注国家计划ꎬ过分管制农村ꎬ

未足够重视小农户个体ꎬ使其生活久久不得改善ꎻ而其后的改革时期ꎬ则

在于过分关注资本ꎬ同样不够重视小农ꎬ导致村级公共服务不足、社区解

体ꎮ 相比之下ꎬ这正是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所谓“东亚合作社模

式”的优点所在ꎮ 它既借助了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农户的生产积极性ꎬ

又借助了社区整合性来组织新型的农产品公共服务ꎬ尤其是其在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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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境中所必须的纵向一体化(物流)服务ꎮ 一方面ꎬ它借助了农民营利

的自我激励机制ꎻ另一方面ꎬ它又借助了传统社区的凝聚性而组织了农

民为其社区利益(“公益化了的私利”)服务的体系ꎮ 国家则扮演了在社

区基层之上的组织角色ꎬ特别是组建现代化的服务性批发市场ꎬ通过拍

卖和大规模的批发交易来让农产品能够系统有序地进入大市场交易ꎬ为

小农户提供了低成本的高效服务ꎮ

合作社与批发市场的搭配ꎬ成功地塑造了完整的新型物流体系ꎬ包

括在原产地的规范化加工、分级、包装ꎬ以及其后的“供应链”ꎬ更包括对

生鲜农产品来说至为关键的具有冷冻条件的屠宰、加工、包装、储藏、运

输、交易、配送中的完整的“冷链”ꎬ大规模降低了生鲜农产品进入市场的

损耗ꎬ为新农业提供了完整的新型物流服务ꎬ也包括为“旧”农业[大田作

物ꎬ主要是粮食作物(谷物和豆类)]提供高效的加工、包装、运输、储藏、

销售等条件ꎮ 相比较而言ꎬ“社区合作社＋国家”的批发市场提供了相对

高效和廉价的物流服务ꎬ为小农户提供了较高收入的条件ꎬ成为全球国

家中分配比较均匀(社会公平的基尼系数)的国家和地区ꎮ 当然ꎬ上述的

新型合作社的物流体系服务逻辑是一个不同于之前的互助组和初级合

作社为了解决贫下中农要素不足问题的合作逻辑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８)

更有进者ꎬ东亚模式的综合型合作社农业现代化模式ꎬ较好地联结

了传统的小农及其社区凝聚性与新型的市场化农业发展ꎬ较好地融合了

国家由上而下的角色和农民由下而上的参与ꎬ体现了农民自身的主体性

以及农村社区及其原有的公益价值观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８)同时ꎬ在日本和

韩国ꎬ也较好地综合了社区的调解机制和新型的法律制度ꎬ以及其间的

半正式型司法体系ꎬ由此组成了一个源自中华文明传统的多维正义体

系ꎬ避免了西方国家的偏重私人、偏重私利、偏重必分对错的法律体系ꎬ

较好地搭配了国家功能与民间组织ꎬ道德意识形态与实用意识形态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ｂ:２０—２１ꎬ１６—１９)

在更深层面上ꎬ它也是一个延续传统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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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模式ꎮ 它拒绝简单和偏一方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ꎬ而维护了长

期以来中华文明倾向二元(乃至多元)合一的思维和价值观ꎮ 在这个意

义上ꎬ目前的过分个人私利化的“市场和资本推动模式”ꎬ与其前身的过

分国家威权化的“计划和集体化模式”ꎬ同样不符合中华文明核心中的二

元合一中庸价值观与思维模式ꎮ “社区合作＋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一

个更为符合中华文明基本“特色”的模式ꎬ也是一个原来来自中华文明基

本治理哲学的模式ꎮ 在这个框架下ꎬ我们还可以纳入二元互补的民间半

正式化的调解组织ꎬ如村庄的调解委员会ꎬ以及官方的半非正式化的调

解组织ꎬ如乡镇法律服务所以及公安局的调解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ｂ)

如今ꎬ农村社区的凝固性与农民的家庭和社区伦理观虽然受到一些

私利价值观的冲击ꎬ但其核心仍然顽强、坚韧地存续ꎬ尤其是在人们深层

的家庭和社区观念以及对待道德和实用二元的思维方式层面上ꎮ 农村

解决社区纠纷的调解制度仍然存在ꎬ其所依据的道德价值观完全可以取

代追逐一己私利所导致的伦理真空和村级公共服务真空ꎬ可以取代在国

家与村社二元之间非此即彼地偏重单一方的错误抉择ꎮ 后者是来自对

中国近现代百年国难的过度反应ꎮ 如今ꎬ在恢复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和

自信之后ꎬ我们已经具备采取更为平衡、中庸的抉择的基本条件ꎮ 如此

的抉择所涉及的不仅是长远的经济效益问题ꎬ一定程度上更是中华文明

延续还是断裂的问题ꎬ以及中国的未来是否真能具有优良的“中国特色”

的问题ꎮ

四、新型的民众参与模式?

更具体地来说ꎬ什么样的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模式才能够连接传统与

现代ꎬ才能够成为既不同于西方现代传统也不同于中国过去的皇帝专制

体系? 才能使国家和民众有效地平衡二元互补、形成良好互动?

笔者认为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ꎬ我们首先需要梳理清楚现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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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三大传统(古代中国、共产党革命、西式现代化)历史中的得失、优劣ꎬ

借此来塑造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前景ꎮ 此中的关键问题是ꎬ怎样才能够避

免过分依赖国家威权来强制执行不符实际或违反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政

策? 怎样才能够防范过去趋向极端和脱离实际的政策倾向———特别是

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 显然ꎬ现当代中国不可能简单依赖西方的经

验和选举制度ꎬ虽然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起到一定的代表民意的作

用ꎬ但要更有效、更有力地纠正过去的错误决策ꎬ中国需要从共产党本身

的执政历史和理论中来挖掘可用资源ꎬ其中ꎬ既有值得警惕的错误和失

败的倾向ꎬ也有值得突出、强调和进一步制度化的资源ꎮ

(一)调查研究、试点和民意

在党内长期以来使用的重大公共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的传统中ꎬ向

来有比较清晰的“调查研究”、“试点”、“推广”和“调整”等不同阶段的划

分ꎮ 首先是“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传统ꎬ在最理想

的状态中ꎬ甚至要求决策者深入与民众进行“三同” (同住、同吃、同劳)ꎮ

笔者认为ꎬ在维持这个调查研究传统的优良一面之上ꎬ可以更明确地要

求决策者广泛虚心地聆听民意(如已有的个别访谈或小规模座谈的传

统ꎬ或新型的半正式协商会议等)ꎬ不仅是了解实际情况而后据之来拟定

政策ꎬ更是虚心地深入了解民意———这是过去决策过程中没有被十分明

确突出的一点ꎮ 今天ꎬ应该特别突出从这样一个维度来作为对过去的

“调查研究”传统的补充和改进ꎬ把深入了解民众的意愿也定为“调查研

究”传统的一个关键部分ꎬ为的是体现真正的民主精神和为民服务的

党性ꎮ

其次ꎬ一旦形成一个初步的政策思路ꎬ应该仍采纳过去传统中的“试

点”方法来确定初步拟定的政策是否真正可行ꎬ通过实验来检视其实际

效果并做出相应调整ꎮ (韩博天ꎬ２００９)这里ꎬ同样应该加上民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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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为试点的一个重要衡量维度ꎬ而不是简单依赖决策者自身的衡量ꎬ

也不是简单依赖“目标责任制”下的“数字化”管理技术ꎮ

(二)民众参与和群众路线传统

更为关键的是ꎬ在实施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的过程中ꎬ应该明

确加上要有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ꎬ把其当作重大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政

策的必备条件ꎬ而不是简单依赖政府管制或党组织的“动员”和“宣传”

来执行政策ꎮ 这是因为ꎬ民众积极参与才是最实际可靠的民意表达ꎬ绝

对不可以凭借官僚自身的形式化民意估计来替代实质性的民众参与ꎬ或

以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来推定和宣称民众的支持ꎮ 毋庸说ꎬ其中的关键

在于官员们真正尊重民众意愿的道德观念和党性ꎬ而不是官僚体制中存

在的走形式、满足上级要求、追求自身政绩等行为ꎮ 当然ꎬ在大众传媒高

度发达的信息时代ꎬ媒体也是一个重要的民众意愿表达器和测量器ꎮ 近

年来一再被使用的广泛征求学者、专家意见的做法也是ꎮ 新信息技术当

然也可以用来鼓励更为广泛的民意表达ꎮ 在经过试点后的推广阶段ꎬ民

众的参与更为关键ꎮ 好的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是民众真正愿意参

与实施的政策ꎮ

在党的历史中ꎬ最接近上述设想的是党的群众路线传统ꎮ (许耀桐ꎬ

２０１３ꎻ张雪梅ꎬ２０１３ꎻ卫建林ꎬ２０１１)未来ꎬ也许应该把群众路线的优良面

定位于“民众参与”ꎬ处于形式化的选举制度和过度运动化的制度之间ꎮ

不同于选举ꎬ它不是每几年一次性的、针对某些竞选人的选举ꎬ而是要求

其成为每一关乎民生重大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的必备条件ꎬ要求借助

民众参与的力量来进行政策的拟定和实施ꎬ尽可能把衡量政策优劣的标

准定于是否真正受到民众积极参与所表达的欢迎ꎮ 当然ꎬ也不同于“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政治ꎮ

这样的话ꎬ不会像如今的西方国家那样把国家重大涉民公共政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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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要依托于选举的形式ꎬ因为那样的选举只是多年一度的检测ꎬ而且

多会取决于民众对某一竞选人的表面———如容貌、谈吐、风度、言词

等———的反应ꎬ而不是真正对其实质性的人格和具体政策的反应ꎮ 通过

民众是否积极参与政策拟定和实施的检验ꎬ可以得知政策的成功与否不

会简单取决于政党—国家体制下超级政党的“动员”能力ꎬ更不会取决于

在西方常常是关键性的政党竞选经费数额ꎬ而是取决于实质性的民众参

与ꎮ 笔者认为ꎬ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的至为优良的传统ꎮ 此

中ꎬ至为重大的实例也许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众的积极参与和

对共产党的积极支持ꎬ验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治理道德理念ꎮ

它是国家与人民二元合一的相互依赖、互动、互补的最佳体现ꎮ

(三)东亚合作社的实例

与本文议题直接相关的实例是东亚型合作社的历史ꎮ 它自始便强

调ꎬ参与合作社与否必须完全取决于每位社员的自愿ꎮ 在那样的基本要

求下ꎬ扎根于社区的、主要服务于小农户的东亚型综合合作社几乎做到

了所有农民自愿参与ꎬ这就和中国大陆 ２００７ 年以来推动的“专业合作

社”的经验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７ａ:１４０—１４４)在东亚模

式的经验中ꎬ合作社既由于政府把相当部分的支农资源让渡给了民主管

理的合作社ꎬ也由于那些合作社成功地由社区农民自己为绝大多数的小

农户提供了其所必须的“纵向一体化”新型物流服务而赢得了绝大多数

农民的积极参与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５ｂ、２０１８)

总体来说ꎬ群众路线的优良的一面ꎬ也可以说是其真髓ꎬ在于要求国

家行为不简单限于由上而下的民生决策和施行ꎬ而在于要求广泛的由下

而上的参与ꎮ 那才是共产党群众路线传统中至为核心与优良的含义ꎬ才

是值得我们今天发扬光大和进一步制度化的传统ꎬ也是防范、制约无顾

民众意愿的威权政治和错误政策偏向的一个实用的方法ꎬ一个能够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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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于民众的“瞎指挥”的方法ꎮ 它可以成为结合崇高道德理念与实用

性实施的一个关键方式ꎬ促使国家与民众间的二元合一良性互动、互补

的重要制度ꎮ

如此的设想其实是比较符合中华文明(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长

期以来的治理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一个方案ꎬ它把国家和人民设定为一个

二元的合一体(也可以说ꎬ一个二元而又合一的系统工程)ꎬ拒绝现代西

方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偏向ꎮ 它不简单是一个抽象的、无顾实用的

理念ꎬ而更是一个结合道德理念和实用运作的方案ꎮ 它要求的是ꎬ通过

民众参与的基本要求来排除脱离实际、脱离民众意愿的重大公共政策的

拟定和实施ꎮ 它也是迥异于西方制度传统的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

治理模式ꎬ更是针对帝国传统以及政党—国家体制传统中部分负面倾向

的一种制度化约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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